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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用, 和为贵？和谐管理理论视角下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 

蔡亚华  程佳琳  李劲松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当前关于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 但实践和理论都表明我们有探究团队亲社会违规

氛围的必要性。为此, 本研究聚焦于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这一概念, 以和谐管理理论为基础, 分别引入团队和谐作

为中介变量和团队互依性作为调节变量, 探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界。本文以 74

个团队和 334 名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三阶段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1) 团队互依性对团队亲

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和谐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团队互依性高时,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和谐的负向影响

更强; (2) 团队和谐对团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团队互依性调节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对

团队绩效的间接效应：当团队互依性水平较高时,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对团队绩效的负向效应会被

增强。本研究证实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 拓宽了亲社会违规行为和团队和谐

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团队和谐, 团队互依性, 团队绩效 

分类号  B849: C93 

1  前言 

规则常见于每个组织中, 难以依据具体情境的

要求而变动。但随着工作环境逐渐动态化, 员工时

常需要应对任务、同事和顾客超越规则之外的不同

要求。由此, 在工作中, 员工常陷入遵守规则与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两难困境中。如果员工发挥主观能

动性以满足任务、同事和顾客的要求而偏离规则, 

我们则将该种行为称之为亲社会违规行为, 即员工

为促进组织或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而违反组织规章

与制度的行为(Morrison, 2006, p.6)。Morrison (2006)

将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划分为三个维度, 即员工为

提升他们工作的效率、为帮助同事、为提供更优质

的顾客服务而违背规则。目前, 管理学者对员工亲

社会违规行为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大多数研究

聚焦于从个体特征(如“员工同情心”、“积极人格”、

“冒险特质”、“自尊”、“控制点”等) (Dahling et al., 

2012; Morrison, 2006; Vardaman et al., 2014)、领导

风格(如“变革型领导”、“道德领导”、“差序式领导”) 

(Huang et al., 2014; 徐世勇, 朱金强, 2017; 燕诗舟 

等, 2018; Zhu et al., 2018)以及工作特征与行为(如

“工作意义”、“工作自主性”、“管理开放性”、“反生

产工作行为”) (李锐 等, 2015; Morrison, 2006; 朱

金强, 徐世勇, 2015)三方面探究员工亲社会违规行

为的前因。在这些研究中, 个体和工作特征影响员

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的机制作用探讨较少, 学者主要

考察心理安全感、工作自主性、心理所有权等(徐

世勇, 朱金强, 2017; 燕诗舟 等, 2018)在领导风格

和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的中介作用, 如徐世勇和朱

金强(2017)发现心理安全感和工作自主性中介了道

德领导和亲社会违规行为的正向关系。关于员工亲

社会违规行为后果的研究 , 目前仅有 Dahli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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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验证了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会对领导评价的

员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近期, 也有一些学者从员

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研究转向管理者亲社会违规行

为, 并主要考察管理者亲社会违规行为对员工心理

(如员工感知到的“领导信任”、“制度信任”)和行为

(如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职场偏差行为”、“亲

社 会 违 规 行 为 ”)的 影 响 ( 刘 效 广 , 王 志 浩 , 2018; 

Chen et al., 2019)。整体而言, 当前关于亲社会违规

行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个体层面, 但无论基于实践

还是理论都表明我们有探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的必要性。 

首先, 随着环境逐渐动态和复杂化, 越来越多

的企业采用团队的形式开展工作(King et al., 2016; 

Kozlowski & Bell, 2003)。考虑到当今团队工作形式

的盛行以及团队成员的工作相互影响并围绕共同

的目标而开展, 如果我们研究团队层面亲社会违规

行为, 将使学者和实践管理者从了解团队亲社会违

规氛围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受益。因为团队成

员出于亲社会的动机违背组织规则, 不仅会对自身

的工作产生影响, 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团队成员的

工作以及整个团队的工作运转。由此, 从实践的角

度考虑, 我们应开展团队层面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

究。其次,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团队成员对具有模糊性的工作

事件, 通常会相互交流与沟通, 形成对该事件的共

享感知(Salancik & Pfeffer, 1978; Weick, 1979)。亲

社会违规行为包含双重属性, 一方面具有亲社会的

动机, 另一方面又破坏组织规则, 团队成员较有可

能将其看成一种模糊性的行为(Dahling et al., 2012; 

Morrison, 2006)。由此, 团队成员会对该行为进行

交流与沟通, 产生对该行为的共享感知, 从而促进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形成。在此基础上, 我们将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定义为, “团队成员对团队内

部亲社会违规行为水平的共享感知”。由于团队亲

社会违规氛围的存在, 如果在理论研究上只考虑个

体层面的亲社会违规行为, 将不利于全面且深入地

理解亲社会违规行为及其构念的法理网络。 

鉴于此, 本研究旨在探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影响团队绩效的中介和边界机制, 以推进团队层面

亲社会违规行为研究的发展。本文基于和谐管理理

论提出团队和谐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和团队绩

效中的中介作用, 以及团队互依性在其中的调节作

用。具体地,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越强, 意味着团

队成员感知到整个团队越多地违背组织规则, 在预

先设定的工作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氛围。即使是出

于亲社会的动机, 该氛围感知也很可能会损害团队

和谐, 从而负向影响团队绩效。并且团队亲社会违

规氛围对团队和谐的负向影响程度还会受到团队

互依性的调节。高团队互依性的团队要求成员依据

团队规则密切配合与协调, 并且每个成员的工作更

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同事的工作和整个团队的运

转 (Griffin et al., 2007; van der Vegt & Janssen, 

2003)。因此在高团队互依性的团队中, 团队成员出

于亲社会的动机违背优化设计的规则, 对团队和谐

的消极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本研究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本文将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从个体层面拓展到

团队层面, 定义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概念及其

可能对团队绩效产生的影响, 将促进团队层面亲社

会违规行为研究的发展。第二, 本研究深入考察团

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 丰富和拓展

了亲社会违规行为结果变量的研究。第三, 本研究

打开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影响团队绩效的“黑

箱”, 考察了团队和谐的中介作用。并且通过考虑团

队互依性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明确了团队亲社会违

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进而影响团队绩效的边界条

件。第四, 本研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剖析中国情

境下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影响团队

绩效的过程, 推进和谐管理理论在人力资源领域和

团队研究中的运用。理论模型见图 1。 
 

 
 

图 1  理论模型 
 

1.1  理论基础：和谐管理理论 

和谐管理理论以“和谐主题”作为管理问题的

基本出发点, 以“谐则”和“和则”的耦合互动来应对

管理问题(席酉民 等, 2009)。“和谐主题”是指组织

在特定的情境下, 需要实现的关键任务(席酉民 等, 

2009)。“和则”表示组织可以采用“能动致变”的方法

来解决不确定的管理实践问题, 其关键是发挥员工

的“主观能动性”。“谐则”代表组织可以通过制度、

流程、规则使员工行为遵照组织的既定路线, 其核

心是“优化设计” (席酉民 等, 2020)。 

和谐管理理论认为过度的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容易产生混乱、无序的状态, 优化设计可以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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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有序, 但是过度依赖优化设计会导致僵化和刚

性(席酉民  等 , 2005)。由此 , 和谐管理理论提出 

“和则”与“谐则”的有效运用应与具体的系统环境相

结合, 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价值(席酉民 等, 2020)。

席酉民等(2013)提出可以利用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复

杂的微观人力资源管理现象。许多管理学者已将该

理论的内涵和框架运用到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

(席酉民 等, 2020)。如罗兴鹏和张向前(2012)基于

和谐管理理论对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薪酬管理

进行了研究, 其提出应首先分析民营企业的战略意

图, 在该意图下确定人力资源战略, 最后确定职业

经理人薪酬管理的和谐主题(薪酬管理所要实现的

目标), 并运用“谐则”与“和则”互动耦合的方法实

现薪酬管理的和谐主题; 李鹏飞等(2014)提出领导

研究是未来和谐管理理论下研究的核心突破点。其

认为未来领导的关键任务是辨析和谐主题(当前的

核心工作任务), 并在“谐则”与“和则”双规则下创

建“建构+演化”的发展机制, 即要优化设计组织的

规则, 也要强调不确定环境下员工的自主演化。许

成磊等(2014)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对创新团队的和谐

主题辨析进行了讨论, 强调可以通过分析情景特征, 

优化认知策略, 构建优化模型等过程来创建创新团

队和谐管理机制, 以实现和谐主题。由此, 本研究

也试图基于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团队中的人力资源

管理问题。 

1.2  团队互依性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和团队

和谐之间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维持团队和谐对中国企业来说至关重

要(Leung et al., 2002), 但现存的西方管理研究仅仅

关注团队关系和任务冲突(Leung et al., 2011)。团队

和谐与关系、任务冲突存在本质的区别, 关系冲突

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的敌对和紧张, 任务冲突强调的

是任务上的不一致(Maltarich et al., 2018; Simons & 

Peterson, 2000)。依据和谐管理理论, 和谐包含两层

含义, “和”表示“和睦、融洽、同心共济”, “谐”表示

“ 均 匀 配 合 、 各 部 分 之 间 的 协 调 ” ( 席 酉 民  等 , 

2005)。Lun (2012)也详细论述了中国背景下和谐的

含义, 其认为和谐并不仅仅指个体在情感与心理上

对关系的满意程度, 还涉及到个体间人际互动的好

坏。基于此, 本研究将团队和谐定义为团队成员关

系的和睦、融洽, 以及成员之间协调有序。 

和谐管理理论提出为实现和谐主题, 团队成员

应遵循“谐则”与“和则”的互动耦合双机制, 即团队

成员在工作中一方面应遵守优化设计后的规则, 另

一方面面对没有预先设定的工作应发挥主观能动

性(梁朝高 等, 2020; 席酉民 等, 2009; 王琦 等, 

2003)。团队成员若在组织已明确设定的工作上发

挥主观能动性可能会导致团队运作的混乱与无序, 

从而破坏团队和谐状态(Lun, 2012; Lun & Bond, 

2006; 席酉民 等, 2005)。亲社会违规行为与 “谐

则”与“和则”的互动耦合双规则具有内在对应性 , 

即违规行为意指团队成员没有遵循“谐则”的要求, 

违背了优化设计的规则; 亲社会行为虽然体现了团

队成员运用“和则”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但却是在已

经明确设定的工作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 不符合

“和则”的要求。高水平的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表明

团队成员感知到团队内部有较多的亲社会违规行

为, 即团队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会打破团队规则以更

有 效 率 的 完 成 工 作 或 帮 助 同 事 (Morrison, 2006; 

Vardaman et al., 2014, 徐世勇, 朱金强, 2017)。这

体现团队成员违背了互动耦合双规则的运用要求, 

即没有遵守团队预先设定的规则, 是在预先设定的

工作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从而很有可能会破坏团队

的协调与运作, 不利于团队和谐。因此, 基于和谐

管理理论, 我们认为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和

谐具有负向影响。 

此外, 席酉民等(2005)提出和谐管理理论适用

于由人及各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 和谐主题的实现

离不开对该系统中各要素的交互方式及程度进行

实时分析, “和则”与“谐则”的有效运用也无法脱离

对该系统中各要素作用过程的清晰认识 (席酉民 

等, 2020)。在本研究中, 团队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团队成员则是该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Solow et al., 

2002)。我们若要探究违背“和则”与“谐则”互动耦合

双规则的团队亲社会违规行为对团队和谐的负向

影响程度, 则需要进一步考虑团队系统中成员间的

互动方式及作用水平。团队互依性是指团队成员在

多大程度上需要相互依赖和协作才能完成团队目

标, 较为全面的刻画了成员间的互动方式及相互影

响程度(Courtright et al., 2015)。高团队互依性的团

队要求成员之间进行高水平的交互, 即需要团队成

员紧密配合与协调才能完成团队工作(van der Vegt 

et al., 2000)。研究表明, 高团队互依性的团队要求

团队成员进行更多的合作、沟通与信息分享来完成

工作任务(Bachrach et al., 2006; Crawford & Haaland, 

1972)。高团队互依性的团队与低团队互依性的团

队相比, 更加需要团队成员遵守指导工作流程与成

员之间资源分配的一系列规则 (Courtright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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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Wageman, 1999), 因为只有在规则的指导下, 

团队成员才能更好地配合与协调(王琦 等, 2003)。 

由此, 本文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在考虑团队成

员间的交互方式及互相影响程度的基础上, 提出团

队互依性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和团队和谐的关

系中可能具有调节作用。具体地, 高团队互依性表

明团队成员需要依据团队规则密切配合与协作, 并

且 更 有 可 能 受 到 他 人 的 行 为 和 工 作 方 式 的 影 响

(Fragale, 2006; Liden et al., 2006; van der Vegt & 

Janssen, 2003)。由此 , 在高团队互依性的团队中, 

如果团队成员为提高工作效率或者帮助同事而违

背组织规则(Dahling et al., 2012), 即在互动耦合双

规则的运用中, 偏向“和则”而违背了“谐则”的要求, 

将更不利于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从而负面

影响团队和谐。因为和谐管理理论提出, 团队和谐

的实现不仅需要团队成员关系和睦并发挥主观能

动作用, 还需要他们按照既定的行为路线有序协调

与配合(Lun, 2012; 席酉民 等, 2005)。相反, 低团

队互依性表明团队成员独立工作, 较少受到同事行

为的影响(Hu & Liden, 2015; Saavedra et al., 1993)。

在团队互依性低的团队中, 团队成员违反规则的利

他行为 , 将较少可能影响团队的整体运作。由此 ,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和谐的影响也较少。综

上所述,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团队互依性调节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和团队和谐的关系, 即团队互依性越高, 团队亲社

会违规氛围与团队和谐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 

1.3  团队和谐的中介作用 

本文认为, 团队和谐能够通过促进团队成员的

信息分享与良好协作 , 进而有利于团队绩效的实

现。首先, 团队和谐表明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融洽的, 当团队成员提出不同看法时, 也会被认

为是具有建设性(Chen et al., 2016)。这种和睦的人

际关系将促进团队成员在决策中表达自己的想法, 

并积极分享信息和知识 , 这有助于提高团队绩效

(Ünal et al., 2017)。 

其次, 团队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团队成员

的共同努力和协作(Denison et al., 1996; Lovelace 

et al., 2001)。团队成员不是独自完成工作, 而是需

要整合各种知识和信息来完成共同的任务(Denison 

et al., 1996; Lovelace et al., 2001)。当团队和谐程度

较高时 , 成员之间能够有效地协作 , 工作中的各

种 摩 擦 也 较 少 , 从 而 有 助 于 团 队 绩 效 的 实 现

(Kozlowski & Ilgen, 2006)。当团队不和谐时, 成员

间难以有效整合各自的努力, 为团队目标做出贡献

(Chua, 2013)。因此, 团队不和谐将会负面影响团队

绩效。最后, 先前的研究也证实了团队和谐会对团

队绩效产生积极影响(Chen et al., 2016; Lun & Bond, 

2006; Ünal et al., 2017)。由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团队和谐正向影响团队绩效。 

综合假设 1 和假设 2,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被调

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用来描绘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影响团队绩效的过程。具体来说, 在团队互依性高

的团队中, 团队成员需依赖规则相互配合与协作完

成团队任务(Courtright et al., 2015; Wageman, 1999; 

王琦 等, 2003)。若团队成员出于亲社会的动机违

背规则将不利于团队和谐, 进而阻碍团队绩效的实

现。相反, 在团队互依性低的团队中, 团队成员完

成工作的方式较为独立, 依赖团队规则进行协调的

程度也较低 (Hu & Liden, 2015; Saavedra et al., 

1993)。团队成员违背规则的亲社会行为, 对团队和

谐的破坏作用较少, 从而对团队绩效的负向影响也

较少。由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团队和谐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

队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会被团队互依性所调节, 即

当团队互依性较高时,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

队和谐对团队绩效的负向效应会增强。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在山东、上海、深圳的三家制造业企业

进行。在取得 3 家企业的 CEO 的同意后, 我们与人

力资源部讨论了参与调研的对象。最后, 参与调研

的样本是知识型员工组成的工作团队, 比如人力资

源管理、财务、研发、产品设计、质量保障等。人

力资源部向我们提供参与调研的员工名单, 在实际

调研时我们提前准备好纸质问卷。每份问卷有一个

识别码, 用以进行配对。所有参与调研的员工被集

中在公司的会议室分批填写问卷。研究者首先向参

与者说明本次调研的目的以及向参与者保证完全

的匿名性, 然后员工分别派发问卷, 并且派发小礼

品, 研究者在现场等候, 回答员工填写问卷中遇到

的问题, 并且现场回收填写好的问卷, 对于出差的

员工, 我们要求员工出差返回后填写好直接快递给

研究者。  

本研究主要分成 3 个不同的时间点开展问卷调

查。在 T1 时间点收集团队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和

团队成员对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评价数据, 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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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374 份员工问卷。同时, 收集了团队领导对团队

互依性的评价数据, 共收集到 79 份团队领导问卷。

在 T2 时间点(T1 时间点两个月后), 收集团队成员

对团队和谐的评价数据, 共回收 358 份员工问卷。

在 T3 时间点(T2 时间点两个月后), 收集团队成员

对团队绩效的评价数据, 共回收 345 份员工问卷。

经过 3 轮数据的配对处理, 本样本共包括有效问卷

334 份, 74 个有效团队。 

团队成员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男性占 58%; 

女性占 42%; 年龄主要在 24~58 岁之间, 其中 24~ 

30 岁占 11.5%; 31~40 岁占 40.8%; 41~50 岁占 37.8%; 

51~58 岁 32 占 9.9%; 受教育程度, 初中或以下占

1.2%, 中专占 8.9%, 高中占 5.8%, 大专占 34.6%, 

大学本科占 46.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 3.4%。团

队规模 5 人及以下占 75.7%, 6~10 人占 21.6%, 10

人以上占 2.7%。 

领导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男性占 64.8%; 女

性占 35.2%; 年龄主要在 31~59 岁之间, 其中 31~40

岁占 27.8%; 41~50 岁占 55.5%; 51~59 岁占 16.7%; 

受教育程度 , 初中或以下占 1.4%; 中专或高中占

6.8%; 大专占 26%, 大学本科占 61.7%; 研究生及

以上占 4.1%。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成熟的量表, 经过“英文−中文”的

双向翻译。变量中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测

量, “1”表示完全不同意, “7”表示完全同意。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采用 Dahling 等(2012)

开发的量表, 该量表已被运用到中国情境中测量亲

社会违规行为(徐世勇, 朱金强, 2017)。团队亲社会

违规氛围要求将对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共享感知聚

合到集体层面, 在本研究中, 我们提出的团队亲社

会违规氛围反映的是 Chan 在 1998 年提出的参照转

移一致性模型, 将条目中的“我”改成“我们”, 以评

价感知到的整个团队实施亲社会违规行为的情况

(Chan, 1998)。量表共有 13 个题项, 例如“为了更有

效率的完成工作, 我们违反组织规则”、“为了帮助

公司节省时间和节约金钱, 我们违反组织规则”等。

该量表由每个团队成员填写, 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4。 

团队互依性。采用 Dean 和 Snell (1991)开发的

量表, 量表共有 5 个题项, 例如“团队的员工在多大

程度上需要和他人协作以完成工作”, “在本团队 , 

员工依赖其他团队成员完成工作的情况有多少”

等。该量表由团队领导填写, 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83。 

团队和谐。采用 Chen 等(2016)开发的量表, 该

量表共包含 3 个维度, 分别为和谐的情感、群体与

个体间的和谐平衡以及协作的和谐归因。我们选取

其中与我们定义相符的维度进行测量, 即协作的和

谐归因 , 该维度体现关系和睦与良好协调的统一 , 

共包括 4 个题项, 例如“当团队成员表达不同意见

时, 大家会认为是正常的、是对团队有建设性的”, 

“当团队成员提出不同看法时, 大家会认为这是为

提高团队绩效做贡献”。该量表由每个团队成员填

写, 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1。 

团队绩效。采用 Kirkman 和 Rosen (1999)开发

的量表, 量表共有 6 个题项, 例如“我们团队能够实

现甚至超额完成目标”, “我们团队能按时完成任

务”等。该量表由每个团队成员填写, 内部一致性系

数 α 为 0.96。 

控制变量。之前的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学历

等 人 口 统 计 学 特 征 会 影 响 员 工 亲 社 会 违 规 行 为

(Dahling et al., 2012; Morrison, 2006)。如 Morrison 

(2006)的研究表明与女性相比, 男性更具有冒险性, 

故更容易实施亲社会违规行为。此外, Chen 等(2016)

的研究发现团队规模和成员年龄会影响到团队和

谐。因此, 本研究将团队规模、团队领导和团队成

员的性别、年龄、学历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 确 认 各 个 变 量 的 区 分 效 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本研究对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团队互

依性、团队和谐、团队绩效 4 个变量的数据进行

CFA 检验。由于将数据上升到团队层面计算 CFA, 

数据样本较少(仅包含 74 个团队), 故对变量进行打

包处理。将亲社会违规行为、团队互依性和团队绩

效分别打包为三个条目。如表 1 所示, 四因子模型

与另外的三个模型相比, 对实际数据最为拟合(2 = 

58.79, df = 38, CFI = 0.94, TLI = 0.91, SRMR = 

0.09), 说明四因子模型更能代表测量的因子结构, 

由此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团队互依性、团队和谐、

团队绩效的区分效度得到验证。 

3.2  数据汇聚性检验 

由于个体的数据是嵌套在团队中的, 因此, 本

文检验各个变量的 ICC (1)和 ICC (2)以检验组内成

员评分的一致性。由于团队互依性由每个团队的领

导进行打分 , 因此本文只检验团队亲社会违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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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测量模型比较 

模型 2 df CFI TLI SRMR RMSEA 

四因子模型 58.79 38 0.94 0.91 0.09 0.09 

三因子模型 162.15 41 0.67 0.55 0.16 0.21 

双因子模型 202.37 43 0.56 0.44 0.18 0.24 

单因子模型 294.62 64 0.31 0.14 0.23 0.29 

注：N = 74。三因子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和团队互依性合并为 1 个因子; 双因子模型：在基准模型

的基础上, 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和团队互依性合并为 1 个因子, 以及将团队和谐与团队绩效合并为 1 个因子; 单因子模型：将团

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团队互依性、团队和谐、团队绩效合并为 1 个因子。 

 
围、团队和谐、团队绩效的 ICC (1)和 ICC (2)。经

计算得到这些变量的组间方差均显著, 且团队亲社

会违规氛围的 ICC (1) = 0.19, ICC (2) = 0.52; 团队

和谐的 ICC (1) = 0.16, ICC (2) = 0.46; 团队绩效的

ICC (1) = 0.16, ICC (2) = 0.46。这些数据显示团队

亲社会违规氛围、团队和谐、团队绩效的 ICC (1)

和 ICC (2)均达到聚合标准(Bliese, 1998), 此外, 为

近一步衡量团队成员对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团队

和谐、团队绩效评价的一致性, 本文计算了团队亲

社会违规氛围、团队和谐、团队绩效的 Rwg, 其中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 Rwg 中位数为 0.95, 团队和

谐的 Rwg 中位数为 0.94, 团队绩效的 Rwg 中位数为

0.97, 这说明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团队和谐、团

队绩效具有较高的组内一致性(James et al., 1984)。 

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团队和谐与团队绩效显著正相关 (r = 0.43, p < 

0.01)。数据结果符合理论预期。 

3.4  假设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的 74 个团队嵌套在 3 个公司当

中, 在进行整体模型估计时, 团队层面观察值之间

可能缺乏独立性。因此我们借鉴夹心方差估计法

(sandwich estimator)来解决由于组织层次的整群抽

样而引起的团队层次观察值的不独立性, 为本研究

模型提供标准误差的稳健估计(Muthén & Muthén, 

2007) 。 我 们 在 Mplus 8.3 中 采 用 TYPE = 

COMPLEXITY 这一命令来实现夹心方差估计。并

且在分析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时, 本文采用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路径分析方法。最后, 本文采

用 Monte Carlo 方法来推导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置

信区间(Selig & Preacher, 2008)。 

假设 1 预测, 团队互依性调节团队亲社会违规

氛围和团队和谐的关系。从表 3 可以看出, 在控制

团队规模 , 团队领导和成员的性别、年龄和学历, 

以及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和团队互依性之后, 团队

亲社会违规氛围和团队互依性的交互项对团队和

谐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 = −0.22, t = −2.96, p < 

0.01)。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当团队互依性较高时,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和谐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b = −0.34, t = −2.75, p < 0.01), 而当团队互依性

较低时,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和谐影响正向

显著(b = 0.16, t = 2.14, p < 0.05), 二者的差异显著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团队规模 4.51 2.43           

2. 领导性别 1.65 0.48 0.22          

3. 领导年龄 44.56 6.61 –0.08 –0.18         

4. 领导学历 3.60 0.74 0.03 –0.34** 0.07        

5. 团队成员性别 1.58 0.34 0.05 0.20 0.03 –0.04       

6. 团队成员年龄 40.24 5.88 –0.05 –0.17 0.61** 0.21 0.10      

7. 团队成员学历 4.27 0.76 –0.03 –0.02 0.27* 0.49** –0.05 0.13     

8.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

围 
2.44 0.80 0.09 0.14 –0.09 –0.02 0.13 –0.13 –0.10    

9. 团队互依性 4.81 1.11 0.13 –0.12 0.16 0.14 –0.14 0.10 0.15 –0.11   

10. 团队和谐 5.85 0.68 –0.17 –0.07 0.05 –0.14 –0.04 0.16 –0.06 –0.13 0.20  

11. 团队绩效 6.03 0.60 –0.14 –0.09 0.12 0.09 0.04 0.02 0.12 –0.01 –0.04 0.43**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 N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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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0.49, t = −2.96, p < 0.01)。因此, 假设 1 得到

支持。为更加直观的表示团队互依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参考 Aiken 和 West (1991)的做法, 以团队互

依性的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作为分组标准, 分别对

团队互依性高和低情况下,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和

团队和谐的关系进行了描绘, 具体如图 2 所示。从

表 3 可以看出, 在控制团队规模, 团队领导和成员

的性别、年龄和学历, 以及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团

队互依性和交互项之后, 团队和谐对团队绩效(b = 

0.47, t = 5.57, p < 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

设 2 得到支持。 
 

 
 

图 2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互依性对团队和谐的

交互作用 
 

假设 3 预测, 团队互依性正向调节团队亲社会

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负向影响团队绩效的间接

效应。我们采用 Monte Carlo 方法(Selig & Preacher, 

2008)来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即检验在高水平

(均值加上 1 个标准差)和低水平(均值减去 1 个标准

差)的团队互依性下, 团队和谐在团队亲社会违规 

 

氛围和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否在 95%的置

信区间上显著。结果发现,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团队和谐—团队绩效的间接效应在高水平的团队

互依性下显著, 间接效应为−0.16 (95%的置信区间

为[−0.36, −0.03]), 然而在低水平的团队互依性下

正向显著 , 间接效应为 0.07 (95%的置信区间为

[0.003, 0.18])。二者差异是显著的, 间接效应为−0.23 

(95%的置信区间为[−0.52, −0.05])。因此, 假设 3 得

到支持。 

4  讨论 

4.1  研究发现 

本研究以和谐管理理论为基础, 探讨了团队亲

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团队和谐

为中介变量)和作用边界(以团队互依性作为调节变

量)。通过一项多时点的纵向研究设计, 本研究获取

了 74 个团队和 334 名团队成员的有效数据, 研究结

果显示：(1) 团队互依性调节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

围与团队和谐的关系：在高团队互依性下, 团队亲

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和谐显著负相关; (2) 团队和

谐对团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团队互依

性调节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对团

队绩效的间接效应：当团队互依性水平较高时, 团

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对团队绩效的负

向效应会被增强。 

4.2  理论贡献 

第一, 本文将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从个体层

面拓展到团队层面 , 将推进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  

表 3  路径分析结果 

团队和谐 T2 团队绩效 T3 
变量 

b SE t b SE t 

截距项 5.78 1.04 5.55*** 2.82 1.96 1.43 

团队规模(T1) −0.05 0.02 −2.80** −0.01 0.02 −0.37 

领导性别(T1) −0.11 0.17 −0.64 −0.06 0.19 −0.30 

领导年龄(T1) −0.01 0.02 −0.63 0.02 0.01 1.38 

领导学历(T1) −0.18 0.16 −1.15 0.15 0.10 1.44 

团队成员性别(T1) 0.21 0.29 0.72 0.15 0.20 0.75 

团队成员年龄(T1) 0.02 0.01 2.14* −0.02 0.01 −2.40* 

团队成员学历(T1) 0.02 0.13 0.14 0.03 0.03 1.10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T1) −0.09 0.06 −1.57 0.05 0.05 0.87 

团队互依(T1) 0.13 0.06 2.23* −0.09 0.09 −1.02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T1) × 团队互依(T1) −0.22 0.08 −2.96** 0.12 0.06 1.83 

团队和谐(T2)    0.47 0.09 5.57*** 

残差方差 0.36 0.11 3.33** 0.27 0.05 5.48*** 

注：N = 74; *p < 0.05, **p < 0.01, ***p < 0.001; T1 表示第一轮问卷收集, T2 表示第二轮问卷收集, T3 表示第三轮问卷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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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前所述, 当前有关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都

集中于从个体特征、领导风格、工作特性三方面探

讨影响该行为的因素(李锐 等, 2015; Vardaman et al., 

2014; 徐世勇, 朱金强, 2017), 并有少数研究考察

了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对自身绩效的影响(Dahling 

et al., 2012)。虽然亲社会违背行为的研究已取得了

一定进展, 但这些研究都停留在个体层面, 忽视了

工作场景中存在的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特别是已

有文献尚未关注到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结

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团队已是当前组织普遍采

用的一种工作形式, 在团队中亲社会违规行为不仅

仅会对实施者和接收者产生影响, 很可能会影响到

团队中的其他成员, 甚而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工作运

转。并且团队成员会通过对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分享

与交流, 形成对该行为的共享感知, 即团队亲社会

违规氛围。基于此, 我们有必要跳出个体层面的亲

社会违规行为研究, 探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存

在及其可能对团队结果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提

出并验证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存在, 将推进团队

层面亲社会违规行为研究的开展。 

第二, 本研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深入考察团

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 丰富和拓展

了亲社会违规行为结果变量的文献。Bryant 等(2010)

从理论上提出了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即使是出于

亲社会的动机, 但也很有可能会为组织带来预期之

外的负面影响。因为工作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而人

又是有限理性, 无法预知自身行为所产生的所有结

果, 因此亲社会违规行为对组织的负面影响始终存

在。但是至今只有 Dahling 等(2012)实证考察了员

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对领导评价的员工绩效的负面

影响。亲社会违规行为影响结果的研究仍处于缓慢

发展的阶段, 该行为目前仍在理论上被视为具有争

议的工作场所行为, 学者对该行为的评价也褒贬不

一(孙建群 等, 2016; 徐世勇, 朱金强, 2017)。本研

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证实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会

对团队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与之前学者在理论上提

出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可能会为组织带来预期之

外的负面影响的观点相一致(Bryant et al., 2010), 

并且是从和谐管理的视角诠释了团队成员的有限

理性, 即团队成员无法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到亲社会

违规行为可能对团队和谐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将

促进未来学者基于不同理论和视角继续考察团队

亲社会违规氛围对不同的团队结果产生的影响。 

第三, 本研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探讨团队和

谐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

作用 , 有利于促进团队和谐研究的发展。Lun 和

Bond (2006)与 Lun (2012)都认为在团队层面研究和

谐的影响因素与结果将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 

并且他们提出如果团队成员按照既定的规则和角

色要求进行互动与协调以降低团队中的不确定性, 

将有助于实现团队和谐。由此, 我们对之前学者提

出的未来研究应关注团队和谐做出了回应(Lun & 

Bond, 2006; Lun, 2012), 尤其是之前研究强调了遵

从规则与角色要求有助于实现团队和谐, 而本研究

的结果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观点。 

第四, 本研究打开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影响

团队绩效的“黑箱”, 还进一步明确了团队亲社会违

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进而影响团队绩效的边界条

件。当前学界对于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

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还了解甚少。本研

究引入和谐管理理论(席酉民 等, 2005), 探讨团队

亲社会违规氛围影响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及边界

条件, 证实团队和谐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及团

队互依性的调节效应, 为理解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对团队绩效产生影响的作用过程提供了有益参考。 

4.3  实践启示 

本研究表明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会负面影响

团队和谐, 由此在团队工作中, 应不倡导和鼓励团

队成员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因为组织设立正式的规

则与制度, 目的就在于规范成员的行为, 以使成员

能够更有效率的合作与协调(March et al., 2000)。众

多的实践与研究也表明, 规则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和

公平氛围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Martin et al., 

2013)。在现实工作中, 由于团队成员是有限理性的, 

即使他们是出于亲社会的动机违背规则, 仍有可能

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例如, 团队成员通

过违背规则提高自己承担工作的效率以节省团队

工作时间, 但却没有考虑到该行为可能会破坏团队

的整体运作; 或者团队成员出于同情或共情的原因

违背规则帮助同事, 但却无法预知可能会对团队公

平氛围产生负面影响。由此, 遵守组织优化设计后

的规则, 可以避免团队成员有限理性的消极影响。 

但在现实工作中, 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即组

织的规则是陈旧与不合时宜的, 团队成员违背规则

是为了很好的合作与协调。本研究认为任何一个持

续发展的组织都不会任由其规则效率低下与不合

时宜, 因此建议组织管理者应适时通过理性设计与

优化来提升组织规则与工作要求的适配性, 同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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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团队成员在规则设定之外的工作中发挥主观能

动作用。此外, 本研究希望未来学者可以进一步将

团队规则合理性作为调节变量, 探讨在规则不合理

的情况下, 团队成员通过亲社会违规行为警示管理

者, 并通过团队反思进而做出完善的过程。 

其次, 本研究表明与低互依的团队相比, 高互

依团队的亲社会违规氛围更不利于团队绩效的实

现。由此, 在高互依的团队中, 管理实践者应积极

采取相应措施, 减少亲社会违规行为的产生。例如, 

应对员工进行团队规则培训, 并加强违规行为的惩

罚。最后, 团队和谐有助于团队绩效的实现。管理

实践者应注重形成和维护团队的和谐, 促进团队内

部的各成员间融洽和睦以及配合有序。例如, 应制

定清晰公平的团队规则, 形成分配、程序和互动公

平氛围(Ünal et al., 2017)。 

4.4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 从研究方法来说, 研究设计上存在不足。

本研究采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收集团队亲社会违规

氛围、团队和谐以及团队绩效的数据, 来减少共同方

法偏差的影响(郭功星, 程豹, 2021; Podsakoff et al., 

2012)。但是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团队和谐以及团

队绩效都由每个团队成员进行评价, 并通过取均值

上升到团队层面, 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同源方差的

问题。未来研究应该尝试多时点、多来源的纵向追踪

调查(如团队绩效应由领导评价或者选取客观数据)

来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 

其次, 对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影响的考虑还不

够细化与深入。Morrison (2006)将亲社会违规行为

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 即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违背规

则, 为了帮助同事违背规则, 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好

的服务违背规则。员工出于不同的亲社会动机而做

出违规行为可能会对员工自身绩效或者团队绩效

产生不一样的结果(Mayer et al., 2007)。如 Mayer

等(2007)更加细化地研究了以顾客为导向的员工亲

社会违规行为。本研究没有分别探讨不同类型的团

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后续研究可

以分别考察不同维度的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结

果变量的影响机制。 

第三, 研究视角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虽然基

于和谐管理理论提出, 团队和谐在团队亲社会违规

氛围和团队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但是其他潜在的中

介机制并没有涉及。当前学者认为员工的亲社会违

规行为是一把双刃剑, 可能同时存在积极或消极的

双 重 影 响 (Bryant et al., 2010; 刘 效 广 , 王 志 浩 , 

2018)。本研究仅从和谐管理理论的视角论述和证

实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对团队绩

效产生负面影响。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也可能通

过其他的中介机制对团队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我

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关注其

他的中介机制来探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

结果之间的关系。 

最后, 数据回归结果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的

结果显示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和谐的相关

与回归结果均不显著, 虽然研究并未对这一关系进

行假设, 但这两者间的关系仍值得我们深思。本研

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 提出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会

负面影响团队和谐。从数据结果来看, 虽然团队亲

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和谐的相关与回归系数均不

显著, 但其效应值均为负值, 这也初步说明了团队

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和谐的影响是负向的。而这

种负向影响何时会变强, 则可以依据和谐管理理论

提出相应的情境变量进行解释。由于和谐管理理论

适用于由人及各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 该理论提出

“和则”与“谐则”的有效运用也无法脱离对该系统中

各要素作用过程的深入分析(席酉民 等, 2005, 2020)。

在本研究中, 团队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团队成员

则是该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Solow et al., 2002)。由

此, 在探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和谐关系时, 

我们需要考虑团队系统中成员间的互动方式及作

用水平, 即团队互依性在其中起到的边界作用。本

研究仅检验了团队互依性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和团队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尽管团队互依性的高

低,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

团队绩效的负面影响会被增强或减弱, 也为团队亲

社会违规氛围研究的边界条件的探索提供了一个

初始的方向。然而, 其他的一些团队特征也有可能

对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作用产生影响。例如, 团

队谦逊水平可能会影响到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

团队结果的关系, 因为谦逊水平高的团队更愿意对

亲社会违规行为进行反思(Owens et al., 2013), 进

而可能会对团队结果产生一些有利的影响。由此, 

我们希望后续研究可以基于其他理论进一步考察

其他变量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结果中的

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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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can maintain harmony? The influence of team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climate on 
team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y management 

CAI Yahua, CHENG Jialin, LI Jinsong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it is not uncommon that employees deviate from established rules in order to help 

others or to enhance work efficiency. Accordingly, such pro-social rule breaking (PSRB) has attracted strong 

and increasing research attention. However, while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PSRB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no relevant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notion of team PSRB climate and its effects on 

team outcomes. By building on harmony management theory, our study proposes and tests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that explored when and why team PSRB climate influences team performance.  

To test our hypotheses, we conducted a three-wave field study from three major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 

China. All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on-site through paper and pencil surveys. At each time point, three 

researchers visited the companies and distributed the questionnaires to the team leader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urveys and placed them in sealed envelopes, which were then collected by the 

research team. All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small gift in exchange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We received complete 

responses from 74 team leaders and their 334 subordinates.  

The results provided support for our theoretical model and showed that (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m 

PSRB climate and task interdependenc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eam harmony, such that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PSRB climate and team harmony was stronger when task interdependence was high 

rather than low; (2) team harmon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eam performance; (3) team harmony 

mediated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team PSRB climate and task interdependence on team performance, such that 

the indirect effect was negative when task interdependence was high.  

In summary, our study makes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First, we extend the literature by conceptualizing 

PSRB at the team level and by describ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eam PSRB climate. 

Specifically, we argue that a team’s PSRB climate develops through processe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s team 

members observe, communicate, and share their PSRB experiences. Second, we provide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eam PSRB climate influences team performance.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eam 

harmon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effects of team PSRB climate. Third, we identify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e effects of team PSRB climate. Specifically,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crucial to consid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ask interdependence to yield a more complet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and 

when teams will experience more or less disharmony as a result of their PSRB climate. 

Key words  team PSRB climate, team harmony, task interdependence, tea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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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量表 
 

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 

我感觉我们团队……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有点

不同意
不确定 

有点 

同意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1. 为了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我们违反组织规则。 1 2 3 4 5 6 7 

2. 为了帮助公司节省时间和节约金钱, 我们违反组织规则。 1 2 3 4 5 6 7 

3. 为了更有效率, 我们忽视组织规则来简化工作环节。 1 2 3 4 5 6 7 

4. 当组织规则干扰到我们工作职责时, 我们会违反这些规则。 1 2 3 4 5 6 7 

5. 我们违反低效率的组织规则。 1 2 3 4 5 6 7 

6. 如果同事在一些事务上需要帮助, 我们会打破组织常规。 1 2 3 4 5 6 7 

7. 当同事工作上需要帮助时, 我们会违反组织规则提供帮助。 1 2 3 4 5 6 7 

8. 我们打破组织规则来帮助同事完成工作。 1 2 3 4 5 6 7 

9. 即使会违反组织规则, 我们也会帮助其他同事。 1 2 3 4 5 6 7 

10. 我们会违反那些阻碍提供良好顾客服务的组织规则。 1 2 3 4 5 6 7 

11. 为提供更好服务, 我们忽视那些阻碍服务的组织规则。 1 2 3 4 5 6 7 

12. 我们违反组织规则是为了更好的提供顾客服务。 1 2 3 4 5 6 7 

13. 我们违反组织规则, 这样就可以给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1 2 3 4 5 6 7 

 
团队互依性 

贵团队的工作特征： 非常少 较少 有点少 不确定 有点多 较多 非常多

1. 团队的员工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和他人协作以完成工作？ 1 2 3 4 5 6 7 

2. 在本团队, 要与其他人共同处理的工作部分占多大程度？ 1 2 3 4 5 6 7 

3. 在本团队, 依赖于员工之间的合作才能成功的情况有多少？ 1 2 3 4 5 6 7 

4. 在本团队, 员工依赖其他团队成员完成工作的情况有多少？ 1 2 3 4 5 6 7 

5. 团队的员工经常需要在他人所完成的工作基础上开展工作的程度？ 1 2 3 4 5 6 7 

 
团队和谐 

总体而言, 本团队……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有点

不同意
不确定 

有点 

同意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1. 团队成员表达不同意见, 大家会认为是正常的、是对团队有

建设性的。 
1 2 3 4 5 6 7 

2. 团队成员提出不同看法, 大家会认为这是为提高团队绩效做

贡献。 
1 2 3 4 5 6 7 

3. 团队成员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 其他成员会认为这是出于

团队利益而非个人利益。 
1 2 3 4 5 6 7 

4. 团队成员坦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其他成员认为他们是

出于真诚的关心。 
1 2 3 4 5 6 7 

 
团队绩效 

总体而言, 本团队…… 
完全

不同意

基本

不同意

有点

不同意
不确定 

有点 

同意 

基本

同意

完全

同意

1. 我们团队能够实现甚至超额完成目标。 1 2 3 4 5 6 7 

2. 我们团队能按时完成任务。 1 2 3 4 5 6 7 

3. 我们团队会确保其产品和服务都能达到或者超过质量标准。 1 2 3 4 5 6 7 

4. 当出现问题时, 我们团队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1 2 3 4 5 6 7 

5. 我们团队是高产的团队。 1 2 3 4 5 6 7 

6. 我们团队能成功解决影响进度的问题。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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